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 

‘‘ 转向”及其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 

刘庆霖 

内容提要 赤松克磨、佐野学、山川均等人是 日本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们的思想和论著同时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进程。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 

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以及对国内思想控制的加强，导致他们陆续发生了思想和行动上 

的“方向转换”，也影响了他们的对华主张。 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方向转换”不仅是 日本 

学界的重要事件，也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并影响了中日社会主义思想交流的 

步伐。 

关键词 社会主义 转向 赤松克磨 佐野学 山川均 

社会主义思想自19世纪 7O年代传人中日两国以来，两国社会主义者的交流一直十分密切。 

从 日本译介而来的社会主义论著 ，影响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进程。尽管中日两国的外交 

关系以紧张和冲突为常态，但在思想文化交流上，中国知识人还是不断从东瀛邻国译介新兴社会科 

学知识 ，以寻求解决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的方法和道路。日本社会主义者反战、反专制的社会活 

动，也一度得到过中国左派群体的积极评价。 

反观 日本方面，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曾在大正时代蓬勃发展，但进入昭和时代以后又遇到了诸多 

阻碍。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 ，军部实权的扩大及侵华政策的推进对不少日本左派人物产生了影响。 

社会主义团体本是日本反战言论的重要宣传阵地，但 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让不少本来 

反战、反专制的社会主义者选择了“方向转换”(简称“转向”)的道路，改变了他们一贯的立场。② 

与此同时，他们的对华主张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这一系列的变化，在中国社会主义者群体中也产 

生了很大的反响。 

1922年，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发表了著名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转换》一文，当时“方向转 

① 1919年及20世纪20年代初，在《东方杂志》《觉悟》(民国日报副-?l】)、《解放与改造》，以及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所创办的 

《共产党》等刊物上，曾刊有多篇声援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报道并支持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陈溥贤、陈望 

道等人。相关史事将在另文详述。 

② 1930年以后，以日共党员为首的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转向潮流，是近代日本思想史中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转向研究的专 

书有，藤田省三『耘向 思想史的研究』、岩波吉店、1975年；鹤见俊辅『稿见俊辅集4：耘向研究』、筑摩言房、1991年；稿见俊辅、铃 

木正、 、 屯屯f耘向再谕』、平凡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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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一词带有积极的意义，是希望社会主义政党能摆脱劳动组合主义和经济主义，转向正确的运动 

方向。但在 1928年后，随着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党派检举力度的加强，“转向”在日本思想史上也 

拥有了全新的特殊意义。从国家权力者的角度来看，左派人物的“转向”就是“受外国思想蛊惑的 

人经过 自我批判后再次回归到国民思想中，并重新被体制认可”的经过。坚持在无产阶级阵营的 

社会主义者，则将“转向”理解为“向天皇制的日本以及权利支配者的屈服”①，是转向者走向失败 

与背叛的表现，其中谴责与批判的态度也不言自明。 

在中国社会主义者看来 ，日本的转向者原是处于同一思想阵营的国际友人，但转向后便意味着 

放弃反战，并走向支持 日本政府侵华的立场。因此，国人对 日本社会主义者方向转换的动态也是十 

分关注的。② 九一八事变后，赤松克磨的转向，以及 1933年以佐野学和锅山贞亲为首的大批 日本 

共产党的转向，都是轰动一时的话题。通州事件后山川均的相关言论，也成了国人强烈谴责的 

对象。 

一

、 赤松克磨的满蒙权益维持论 

赤松克磨(1894--1955)是大正、昭和时代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家。他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 

间，曾加入左派学生团体“新人会”，后又参加了第一次 日本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在党内担任中央委 

员。1926年，赤松加入了由劳动农民党中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众党，并一直站在社会主义者中偏右 

的立场。在中国，赤松所译俄国学者蒲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③，于1927年被施存统转译成 

中文，与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一样，成为在中国多次再版的畅销译书。赤松的 

《日本学生与社会运动》④及《日本劳动运动发达史》⑤等论著也曾在中国翻译出版。1930年，留Et 

归国后潜心于日本研究的梅嵩南，在国内发表了《日本现代社会运动家略传》一文，介绍了55名日 

本社会运动者的生平和主要著述。作为梅氏好友的赤松，也为此文提供了不少意见和指正。梅氏 

在文中把赤松列为介绍对象之一，并评价他是“日本最右翼无产党——社会民众党——现实派唯 
一 之理论斗士”。⑥ 但在 193o年，赤松克磨的思想已开始进一步右倾，并 向国家社会主义靠拢。 

1931年10月30 Et，赤松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对国家计划经济实现的期望》一文，对于上月 

发生的九一八事变，做出了以下评价： 

日本把有重工业资源之满蒙的权益去编入它有机的单位，才可以能够去建设其最小限度 

之 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计划，资本主义的日本也好，社会主义的日本也 

好，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们不同意于满蒙权益的放弃，就在于此。 
⋯ ⋯ (中略) 

① 藤田省三『耘向 思想史的研究』、1__4页。 

② 中国学者的先行研究中，对日本社会主义者转向活动的关注并不多，其中有孙立祥的《“九一八”事变前后部分 日共党员 

“转向”的原因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孙氏认为 日共党员纷纷转向和变节，来 自日本民众心理归向的消极影响， 

以及日本没有建立统一的反法西斯战线。近年来国内对 日本转向者的关注，多集中于对 日本转向文学的研究。如，杨华：《日本无 

产阶级转向文学与转向作家》(《时代文学))2Ol1年第3期)；吴婷、王雯：《日本转向文学和战时文学的考察》(《文学教育))2014年 

第2期)。关于中国知识人对日本转向者的看法和态度，则少有人关注和研究。 

③ 蒲格达诺夫著，赤松克唐、林房雄译，施存统转译：《经济科学大纲》，新青年社 1927年版。 

④ 赤松克唐著，汪馥泉译：《日本学生与社会运动》，《学生杂志》1926年第3卷第2期。 

⑤ 赤松克唐著，许秋冈译：《日本劳动运动发达史》，现代书局 1930年版。 

⑥ 梅嵩南：《日本现代社会运动家略传》，《台中》1930年第26—27期，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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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的权益，始终应该去维持，但要在无榨取国家经济之下去实行。布尔乔亚和布尔乔亚政 

党去经营满蒙，则满蒙的权益，常不免陷于不安。基于日本和中国之国民的提携，其共存共荣的 

前途，还是很远，我们拥护满蒙权益的维持，同时，不断的快望无榨取国家计划经济的实现。① 

赤松对 日本在满蒙权益的辩护已十分明显。他强调满蒙的经营应该要在摒弃资本主义制度的 

前提下，以无剥削榨取的国家计划去实行。但梅嵩南在一篇介绍赤松克磨所在的日本无产政党对 

华政策的文章中，质疑了这种“无榨取国家计划”实施的可能性 ： 

社民党一方面高揭其解放被压迫民族，打破资本主义的侵略政策，打破对华的反动政策的 

旗帜；而赤松克磨氏则一方面却高唱拥护其所谓在满蒙的权益的论调，岂不是矛盾之又矛盾? 

他虽然辨明自己的立场是反对以资本主义的日本去经营满蒙，而主张以社会主义的日本去经 

营满蒙的。⋯⋯(中略)但资本主义的日本，怎样才能够把它打倒，世界压迫的民族，怎样才可 

以把它解放，布尔乔亚的对华反动政策，怎样会产生出来，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怎 

样才能够把它克服，惜乎!赤松氏对此，并没有下过透彻的论断。 

只给出假想的理论而缺乏实行的可能性，赤松以此为 日本维持满蒙权益的正当性所进行的辩 

护，在梅嵩南的反驳中暴露了虚伪的本质。事实上，大部分日本社会主义政党还是坚持满蒙利益放 

弃论的。在梅嵩南的文章中也介绍了El本农民党、日本劳农党在反对侵略、坚持对华不干涉外交以 

及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主张上所作出的努力。 

除了梅嵩南的文章以外，中国国内还有不少批驳赤松克磨的言论。如一篇批判13满经济统制 

的文章中，留日归国的经济学专家徐鸿驭认为，要日本在满蒙放弃资本主义的经济榨取，必然是日 

本右翼无产主义者“自欺欺人”的行为。徐氏还认为，即使东北经济发展能保持持续上升的状态， 

也无法解决日本国内大部分农民和劳工的不满，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的社会与阶级矛盾。 

因此，他认为以赤松克磨为代表的日本右翼无产阶级对满蒙的主张都是荒谬之见，从中只能看出他 

们自甘堕落的本质。⑧ 

另一篇名为《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的文章，在批判赤松克磨满蒙利益维持论的同时，也 

详细介绍了以《普罗科学》杂志为中心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对满侵略战争”的主张。此文 

的作者宋斐如，时为北京“东方问题研究会”的成员，在反驳赤松克磨的言论时，他提道： 

日本资本主义发达至现阶段，生产关系上已经发生了障碍，所以觉有资源不足的缺陷。但 

若聪明的日本社会改造家能注意及于此点，先把拘束生产力发展的现在生产关系改造过来，把 

日本大众的种种重负，由资本家地主的奢侈方面，移于生产方面⋯⋯(中略)以侵外的论据，必 

定探求不出正当的解释。④ 

宋氏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一直以其“大陆经营”的政策在延长寿命 ，同时也让 日本国内的社会 

① 赤松克唐r国家计画经济炱现老望 j、『柬京朝日新闻』、1931年 10月31日。中文翻译参考了梅嵩南的译文。 

② 梅嵩南：《日本无产政党对华政策之研究》，《朝晖》1932年第1卷第3期，第85—86页。 

③ 徐鸿驭：《所谓 日“满”经济统制之批判》，《计3t,】经济论》，北平民友书局 1933年版，第 181、205页。 

④ 剑华(宋斐如)：《东北事件与日本社会革命》，《新东方》1931年最近远东问题专号，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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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无期延宕”。作为社会主义者圈内一员的赤松克磨，他对 日本满蒙政策的支持，是过分依赖 

“资源决定说”，更是缺少“无产群众应有的觉悟”。 

可以说，在九一八以后东北局势突变、中日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知识人认为日本社会主义 

者不应如一般 日本民众那样被政府的舆论导向所煽动，在这样的期许下，赤松克磨的主张是让他们 

非常失望的。1937年以后，赤松克磨的思想主张愈加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中国 
一 些批判法西斯主义的论著中，对于他的评价也主要以“机会主义者”“分裂无产阶级阵营者”“社 

会法西斯蒂”为主了。① 

二、佐野学与锅山贞亲的“转向声明” 

继赤松以后，佐野学(1892--1953)和锅山贞亲(1901一l979)于 1933年发表“转向声明”，这是 

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在中国，这一声明也同样引起了轰动。佐野和锅山当时 

都是 日本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佐野学更是在 1927年就担任了指导党内工作的中央委员长。在中 

国，佐野学的论著也经常出现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之中。其与妇女、社会主义农业和苏俄相 

关的研究文章，都曾被中国学人征引和译介过。1930年后，佐野学的唯物论研究以及他以唯物史 

观写成的日本史著作 ，也先后被翻译成中文。② 此外，在一篇介绍 日本现代思想家的文章中，佐野 

学被看作是“主张生产者本位的社会主义者”的代表。③ 因为曾经在早稻田大学担任教授，并有译 

介苏俄文献的丰富成果，中国学人对佐野学的评价原是很高的。因此，佐野学和锅山贞亲被捕入狱 

后所发表的《告日本共产党同志书》④(也被简称为“转向声明”)才会引起中日左派群体的震惊。 

观察中国方面的舆论 ，在转向声明中，国人最常引用和批判的内容如下： 

关于战争，反对第三国际的无政府主义式的败战政策。 日本对中国军阀及美国资本的战 

争，是进步的战争，与内部改革是必然相结合的。劳动阶级在战争时是绝对必要的，故主张生 

产机构须由劳工管理，及以武装人民为基础，积极参加战争，以求战争的胜利。 

我们不采取抽象的国际主义，而应为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一国社会主义”而努力。 

日本共产党将 日本君主制与俄国的帝制等量齐观，而欲实行反君主制的斗争，实属大错。 

日本的君主制，表现着民族的统一。我们应据实把握大众对君主制所抱的自然感情。⑤ 

简言之 ，反对共产国际、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和支持天皇制，是这篇转向声明的主旨。声明在 

① 红玉：《日本无产党的政纲及其前途》，《中央时事周报》1937年第 12期，第 1O一11、13页；德永直、渡边顺三著，包刚译： 

《通俗辩证法读本》，上海杂志公司 1944年版，第 197页。 

② 佐野学著，徐韫知译：《唯物论的哲学》，乐华图书公司 1930年版；佐野学著，邓毅译：《唯物论与宗教》，秋阳书店 1930年 

版；佐野学著，陈公培译：《物观日本史》，神州国光社 1932年版。 

③ 郑里镇：《介绍日本现代思想评论家》，《新声》1930年第5期，第193页。 

④ 此声明原标题为“紧迫世弓内外情势匕日本民族及 奄 劳恸者睹级一戟争及 内部改革 接近 老前}：L 了三5-"夕 
一  及 日本共座党老自己批判亨6”，1933年 6月10日由佐野学和锅 山贞亲在市谷监狱联合发表，并刊载于 日本各大新闻报 

刊。声明的末尾有“共同被告c二告 为吉”的标注，日本学界多以此标注或“转向声明”作为简称，该声明首次全文翻译成中文时， 

被命名为“佐野学等告日本共产党同志书”(佐野学、锅山贞亲著，伸秀译：《佐野学等告日本共产党同志书》，《国闻周报》1933年 

第 1O卷第27期)。 

⑤ 佐野学、锅山贞规r共同被告6：告 为言J、『佐野学著作集』第 1卷、佐野学著作集刊行会、1957年。译文参考 了森正藏 

著，赵南柔等译：《风雪之碑：日本近代社会运动史》，中国建设出版社 1948年版，第9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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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表一个月后就被全译成中文。署名为“仲秀”的译者并非社会主义者，但也敏锐地察觉到 

转向声明在世界共产党史中的重要性。同时他还表示 ，此文发表于狱中的事实也使其价值有所 

减损。① 

在中国的左翼群体中，佐野学一直以来的正面形象加剧了他们的震惊程度，甚至有人怀疑这是 

“日本统治者震于国际及苏俄政策之可怕，所以伪造文书，来动摇社会主义者，以民主社会主义来 

缓和革命社会主义之一种矫文”。② 

此外，那些并不怀疑转向声明真实性的国人 ，除了对佐野和锅山加以批判以外，也有迁怒于13 

本共产党，并对整个 日本社会主义团体感到失望的感想： 

日本共产党是无产派中的最左倾的。其思想之荒谬，既如上述。那么，其他比共产党右倾 

的团体，更可想而知。比如那个社会民众党，平常时时派人到中国来联络。并且报上还说他们 

很信仰三民主义的。但是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他,ffl大吹特吹，主张应在“满洲国”作社会 

主义的施设。在国会全体一致通过承认“满洲国”的时候，不待说，他们是投票赞成的。并且 

听说：他们与少壮军人派有密切的联络。他们到中国来说信仰三民主义，不过想骗几文钱做党 

费罢了。 

所以照以上所述看来，在 日本无论何派，对华政策总是同样的——侵略政策。以日本 

那种强盗式的民族性，加之以太和魂，武士道，皇室中心的教育，决不会养成优秀人物。 

这是必然的，无可如何的事。最要紧的，是希望全国同胞认清楚整个 曰本民族；决不像我 

们 中国人这样宽宏。所 以我们同胞——尤其是共产党 同胞，假使幻想什么大战开始 ，日 

本内部革命；共产党要乘机暴动；效法苏俄 的“退一步进两步”的妥协政策，那就大错特 

错 了 ③ 

引文中提到的“社会民众党”及其建议在满洲国作“社会主义施设”的主张，正是九一八事变后 

赤松克磨提出的观点。以赤松克磨为始，日本社会主义阵营中重要人物的转向，在 1933年达到了 

又一高峰。中国社会主义者对整个 El本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法，也因转向的潮流而愈加负面与消极。 

在批判和谴责这些转向者的同时，中国社会主义者对 日本封建专制及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对社会 

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发展，都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这也促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想 

做出了更深入的研究。 

三、山川均与通州事件 

比起赤松克磨和佐野学，山川均(1880—1958)及其社会主义论著在中国显然拥有更大的影响 

力。在 日本国内，山川均并没有被看作是“转向者”。日本现有的转向研究中，亦少有与山川均相 

关的研究成果。但1937年通州事件以后，他所发表的《支那军的鬼畜性》和《北支事变的感想》等 

文章，在中国也引起了声讨。 

山JiI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和苏俄问题做出的研究都是国人熟知的日本社会主义 

① 佐野学、锅山贞亲著，仲秀译：《佐野学等告日本共产党同志书》，《国闻周报》1933年第1O卷第27期，第8页。 

② 胡秋原：《第三种人及其他》，《读书杂志》1933年第3卷第7期，第12页(文页)。 

③ 杨宙康：《读佐野学告同志书想到日本三大派的对华态度》，《不忘》1933年第1卷第8期，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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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其中《资本制度浅说》①和《苏俄之现势》②，更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O年代初出现了多 

个译本，是再版多次的畅销著作。除此以外，他在 13本报刊中发表的时事评论，也是中国译者热 

衷译载的文章。山川均最早被译成中文的时评乃刊载于《新青年》的《对于太平洋会议的我 

见》。此文强烈谴责了欧洲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好战之恶习，并认为太平洋会议是 1899年“强 

盗晚餐会”的重演 ，反映了战争最大得益者 ，即英、美 、日的贪婪。③ 此后，对于田中内阁和墨索里 

尼的法西斯倾向，山川均也做出过指责。④ 直到 1937年 2月，二二六事件一周年之际，山川均还发 

表了反法西斯的时评，并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担当反法西斯的重任。⑤ 从这些被译介成中 

文的时评可以看出，山川均作为一名 日本社会主义者，其反帝、反战和反法西斯的立场都是十分 

明确的。 

另一方面，山川均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 Et本的对台政策，致力于揭露13本资本主义 

榨取台湾资源及生产力的事实，也反映了他作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视野。山JiI均的台湾研究曾于 

1926年和1930年分别连载于不同的中文报刊上。⑨他的《台湾民众的悲哀》一书也在其后被译成 

了中文。cz)在翻译和推荐这些论著的国人看来 ，台湾割让给 日本已30多年，但大陆报章杂志对于 

台湾的情况却罕有记载。因此，他们希望以山Ji J均的研究唤起中国民众对台湾的关心。⑧ 有译者 

对山JiI均的台湾研究给予了如此评价： 

山川均氏能以异族的心肠，尤其本是站在征服者的地位，写出这篇满纸血泪的文章，喊出 

人道正义的呼声来，是我万分感服的。分属同胞，又是被征服者，又是送台湾人到异族铁蹄下 

的老大所不能顾及，或许不屑谈的台湾问题，分属异族，又是征服者的山川均氏，竟能关切周 

到，代为呼冤——这种情绪，不知道用什么文字，什么言语才能形容出万分之一来!⑨ 

译者的上述评价，让山川均在国人的印象中登上了“人道正义”的制高点。也正因如此，通州 

事件后山川均的言论才会带来更大的反差。 

卢沟桥事变后，通州事件造成了日方一定程度的死伤。此消息传到 日本国内后，《东京 日日新 

闻》《读卖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报纸中连续报道了死伤细节，并夸大死伤程度、煽动13本民众对 

华报复和反击的言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山川均发表的两篇文章对通州事件也表示了强烈谴责，他 

的谴责已上升到了对中国政府及中华文化的层面： 

通州事件的惨状比往年尼港事件更甚。陆续登出的遇难者报告让读者不禁掩 目。新闻中 

① 山川均的原著《资本主羲 加岛<9》在中国有多个译本，其中包括崔物齐译《资本主义的解剖》(光华书局 1927年版)、 

吕一鸣译《资本主义之玄妙》(北新书局 1927年版)、施存统译《资本制度浅说》(国光书店 1928年版)、施存统译《增订资本制度解 

说》(新东方出版社 1928年版)、陈华译《资本主义的机构》(长城书店 1932年版)等。 

② 山川均的原著《社会主羲、／ z— 共和国同盟 现势》在 中国有两个译本，分别是温盛光译《苏俄之现势》(启智书局 

1929年版)和汪允揆译《苏俄现势》(南强书局 1929年版)。 

③ 山川均：《对于太平洋会议的我见》，《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5期。 

④ 山川均著，修译：《田中政治与莫索里尼政治》，《前锋》1929年第5期。 

⑤ 山川均著，高磷度译：《日本政局展望》，《时事类编》1937年第5卷第5期。 

⑥ 山川均著，张我军译：《弱少民族的悲哀》，《台湾民报》1926年第105一l15期；山川均著，宋蕉农译：《日本帝国主义铁蹄 

下的台湾》，《新东方》1930年第 1卷第3—14期。 

⑦ 山川均著，宋蕉农译：《台湾民众的悲哀》，新亚洲书局，1931年。 

⑧ 许华生：《(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许序》，《新东方》1930年第 1卷第3期，第127页。 

⑨ 宋蕉农：《(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台湾)译者 自序》，《新东方》1930年第 1卷第3期，第 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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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鬼畜”以形容，但实际上已超过了“鬼畜”。⋯⋯而这样残酷无情的暴虐行为在支那方 

面的新闻中，在支那军的×××(原文如此——引者注)中，却是用来激励国民感情的。 

北支事变的爆发本身，以及通州事变，都是国民政府普及抗 日教育、培植抗 日意识、煽动抗 

日感情的结果。剥去文化人的皮，便可看到鬼畜。文化人只是文化后的鬼畜。支那的抗 日读 

物里，肯定并没有写着要把日本人处以穿鼻之刑的文字，但人类的皮囊下所隐藏的鬼畜和排外 

主义被国民感情所煽动后，便使他们对人行了穿鼻之刑。 
⋯ ⋯ 可以认定，支那国民政府的这种危险政策是通州事件的直接原因，也是北支事变的究 

极原因。① 

山川均把卢沟桥事变和通州事件的发生归咎于国民政府的排 13政策，显然是完全忽略了近代 

以来 日本侵华政策的主动性 ，回避了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这样的论点显然会引起中国知识人的 

强烈声讨，而其中最有力的反驳，是巴金于同年 9月发表的《给山川均先生》。此文在《烽火》上发 

表后，《国闻周报》《集美周刊》等媒体也争相转载。② 

巴金曾于 1934年有过近一年的旅日经历，他十分了解 13本国内的新闻运作模式。通州事件发 

生后 ，对于日本媒体避而不提13军在华暴行，却夸大通州事件的死伤规模，并煽动民众反华情绪的 

情况 ，他在文章中并没有感到惊讶。但山川均受这些言论的影响所写出的《北支事变的感想》，则 

让他表示十分遗憾和愤怒。在巴金看来 ，山川均作为一名科学的社会主义者，理应对13本媒体的言 

论做出正义的批判： 

所谓“通州事件”使你感到愤怒，使你发 出诅咒似的恶骂，我并不想把它掩饰或抹煞， 

像贵国论客掩饰你们“皇军”的暴行那样。我们愿意明了那里的详情，然而一切信息都被 

你们的“皇军”封锁 了，我只能知道 当冀东保安队反正的时候，在通州有二三百 日侨被害的 

消息。 

通州事件 自然是一个不幸的事变，但它却绝非“偶然的”，它有它的远因和近因。这个连 

在通州遭难的铃木医师也料到了。贵国的皇军种了因，贵国的皇军食其果，这是无足怪的。对 

于熟悉历史的人，这类事变的发生是很容易解释的，我们已经见到不少先例了。 
⋯ ⋯ 你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也跟在贵国新闻记者的后面用咒骂陷害中伤的言词去打动人 

们的偏狭爱国心!你是有意地落入贵军阀的圈套中了。⋯⋯先生，你是看见别人眼中的刺而 

忘记 自己眼中的梁木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对于一个即将崩坏的帝国的最后的光荣，你还能够 

做什么呢?你等着看举起反叛之旗的民众来揭发你的背叛的阴谋吗?山川均先生，我期待你 

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⑧ 

山川均这种社会主义者的对华态度，在 13本并非孤例。继山川均以后，林房雄、室伏高信和武 

者小路实笃等人，都曾受军国主义的影响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社会主义者应有的反战反侵略的 

① 山川均『北支事变 感想j、『改造』、1937年9月特大号。 

② 关于巴金对 日本知识人的评价与批判，参见陈思和、李辉《论巴金前期的爱国主义思想》，《齐鲁学刊》1983年第6期；王 

学振：《巴金笔下的 日军轰炸》，《南阳师范学院学3／1t．>>2012年第 l1期；崔秀婷：《巴金 日本锶戡 耘换7。口七灭：一九三O年代巴 

金 日本滞在体骏 考察》，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14年 ；于宁：《通州事件与南京大屠杀关系研究》，《日本 

侵华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③ 巴金：《给山川均先生》，《烽火》1937年4_5期，第5O册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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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这也意味着他们已舍弃了作为一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以巴金为代表的中国左派知 

识人，一直视日本社会主义者为共同对抗 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世界民族解放的盟友，因此，山JiI均等 

人的言论给他们带来的遗憾与失望也是十分巨大的。 

这种遗憾与失望影响了中日两国社会主义思想交流的步伐。其中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国人开 

始减少对日本社会主义论著的译介。在佐野学 1933年发表转向声明后 ，作家张资平马上就对佐野 

学论文的译者提出了质疑。此事缘起于《申报》的专栏中对佐野学《日本历史》的连载，因连载途中 

佐野学的转向已成事实，但译者陈彬稣对佐野学一如既往地加以恭维，并对他被捕后拒绝回答审问 

的气节高度赞扬。为此，及时了解到其转向动态的张资平指出了陈氏因信息落后而造成的笑话，并 

进一步反思了国人译介社会科学类书籍时存在的问题： 

陈氏本是主张“联合中日的劳苦大众以粉碎 日本帝国主义”的人，当然是尊敬以前的士可 

杀不可辱的佐野学。不过读了佐野转变的消息后，陈氏的感想当如何?本来抄译书籍是个人 

的自由。(其实，先要确定自身的主张，然后抄译同主张者之原著，才算是理想的介绍。不过我 

不敢吹毛求疵了。)但对于原著者个人，似可不必仓促加以颂赞。因为人是最不可靠的!⋯⋯我 

是主张，关于抄译，宁缺毋滥的。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的书籍。① 

此时 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转向潮流，已让国人产生了不能对任何 日本人轻易加以称赞的警惕。 

事实上，在赤松克磨、佐野学和山川均发表了带有反华和侵略主张的言论后，还有个别消息闭塞的 

国人，依旧以转向前的印象给予他们肯定与赞扬，但从总体趋势上看，九一八事变后，转向者的社会 

主义论著在中国的译介都明显减少了。1937年以后，转向者所著的作品基本上没有再被译介成 

中文。 

结 论 

清末以来 ，中日两国的关系以紧张和冲突为常态。从“二十一条”到九一八事变，再到卢沟桥 

事变，社会舆论对 日本的总体印象主要是负面的。尤其在九一八以后 ，“警惕 日人”和“抵制 日货” 

的呼声更为激烈。然而，在 日本侵华政策强硬化的背景下，大部分中国知识人并没有盲 目否认日本 

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的积极影响。相反地，不少国人还认为，正因军国主义和对华侵略的主张日渐 

膨胀，日本社会主义政党的活跃才是对抗和扭转这一膨胀的希望所在。国人对日本社会主义活动 

的关注与期望，源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国际性，而中日两国社会主义阵营 自19世纪末以来的思想交 

流和相互声援，也印证了这一国际性在东亚两国间的存在。 

然而，九一八事变以后部分 日本左派人物的“转向”，以及他们支持对华侵略的主张，让中国知 

识人重新思考、评价日本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和性质。1937年以后，中国译者对 日本社会主义论 

著的译介明显减少，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也明显下降。分析其中原因，“中日关系交 

恶”也许是最为简单和直观的答案。但若进一步探究其深层的矛盾，还要从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 

人手。1937年4月，《中央时事周报》的一篇文章，讨论了 日本“无产阵营法西斯化”的原因。作 

者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以后 ，日本国内的军需膨胀，侵略中国东北的军费突增，成了日本各个阶层 

的极大负担。同时，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在资产阶级政党的镇压下，相继被捕入狱。他们在狱 

① 张资平：《佐野学氏右倾》，《文艺座谈》1933年第1卷第2期，第 l_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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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施以严酷的逼迫，再加上受到外界“非常时期准备战争”“为国牺牲”等思想的引诱，便有一 

部分人或 自动地或被动地发生了“方向转换”。① 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发生了分化。 

左派团体的领袖中本身就有很多阶级意识并不稳固的人物，这些人即使没有遭受牢狱之灾，也很容 

易放弃原来具有国际视野的社会主义思想，转而倾向于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而支持 El本的侵 

华主张。 

因此，在检举制度的加强和军部强横的压力下，左派人物的转向成了止不住的潮流，1940年翼 

赞体制的出现，进一步导致更多人走上“方向转换”的道路。自赤松克磨以来 ，国人对于转向者的 

态度，尤其是对转向者的侵华主张产生了困惑、不满和愤怒。中国社会主义者减少了对 日本社会主 

义思想的关注与引介，也正是在这样的深层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联合斗争的号 

召，反对侵略战争是社会主义者的必然选择。这一立场一旦发生改变，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也可 

能成为法西斯的帮凶、对外侵略的赞美者。中日战争期间，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转向行为，助长了日 

本法西斯对外侵略的气焰，是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可悲的一页，其历史教训值得反思。 

[作者刘庆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① 红玉：《日本无产党的政纲及其前途》，《中央时事周报》1937年第12期，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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